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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景观策略进一

步表现为数字景观的秩序建构和日常生活展演。 这种数字景观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层面分别表现为

自由与垄断、民主与专制、多元与单一、融合与分离的悖论。 而中国在数字时代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在数字经济、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数字文化和数字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出发,整体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人本发展逻辑为核心实现了对西方景观社会以资本增殖逻辑为核心的超越。 这种

超越具体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对以资本为中心的超越、人民当家作主对统治阶级专制的超越、文化自信对价值

规训的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社会内在分离的超越。 在当下,坚持这种彰显中国特色和优势的超越性,有助

于我国以数字化驱动引领现代化发展,对加快“数字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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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学术研究进展

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各国的现代化发展既具有一般共同特征,又具有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与

国情社情的独特之处。 当前,对比研究中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既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也有助于深入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优势,推动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
当前,学界关于中西方现代化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根基、基本特征、价值意蕴、逻辑理路等方

面。 韩庆祥、张健认为西方现代化的哲学根基是“主客二分”,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根基是系统为基

的“主主平等普惠” [1] 。 骆郁廷、肖天乐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跨越西方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 “中等

收入陷阱”“马尔库塞陷阱” “库兹涅茨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开创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和新愿

景[2] 。 廖胜华认为在现代性的价值主体、价值旨归、政治形态等命题上,中国理念和西方理念具有明显

差异[3] 。 周梅玲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从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发展逻辑和文明逻辑等维度,破除了西方现

代化的困境[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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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对审视中西方现代化的差异具有重要启示,但仍存在一些缺憾:一方面,立足数

字化时代语境的专项对比研究较为缺乏;另一方面,依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分析尚显不足。 鉴于

此,本文尝试从数字化视角出发,基于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分析当前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景观的秩

序建构和日常生活展演,同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分析“中国式”数字化的发展进路,进而开展中国

式现代化对西方景观社会的超越性探究,为当前中西方现代化的对比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启示。

二、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现实悖论

德波意义上的景观是由图像、影像和事物的意象化图景整合而成的表象集合。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消

费社会阶段,德波认为马克思和卢卡奇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物化现实,已经升级为由巨大商品积聚而成的景

观社会,这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经济物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颠倒为表象之间的虚假社会关系。 作为西

方现代化发展的当下阶段,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意味着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

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愈发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与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相关的资产阶级景观谋划

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即数字景观。 这种数字景观经由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所赋予的时代特性遮蔽了

其背后遵循的作为景观一般的真实本质。 透过现象看本质,数字景观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

呈现出多个维度的现实悖论,具体来看,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四个维度展开。

(一)经济悖论:自由与垄断

景观作为一种“直接制造越来越多的物品图像(images-objets)的先进经济部门” [5]7,是资产阶级借

以积累资本和剥削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景观的这一特性在看似更为开放、包容、
多元、自由的数字化市场中得到更为隐蔽且肆意的施展。 不可否认,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确实提供了新

的市场机遇和市场环境,推动了互联网新型初创公司的涌现与发展,带动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

行业的迅速发展,造就了大批新型数字劳动从业者。 而在这一过程中,被构建起的数字景观则借机营造

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多元、公平的市场竞争局面,但实则这种自由是表面的、虚假的、稍纵即逝的,因
为数字资本主义也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必然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的内在运行规律,反而加速了垄断现

实的到来。 在数字景观中,这种垄断局面是以平台资本主义的形成为标志的。 数字平台作为数据的提

取装置,其规模的大小、盈利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所拥有和掌握的数据量,这就意味着各种平台在自由竞

争的过程中必然存在数据的瓜分问题。 平台吸引的用户越多,获取的数据流量就越大,收益就越大,平
台规模也会随之扩大,从而吸引更多的用户和流量。 垄断平台的形成会比资本主义以往任何时期都更

加迅猛且彻底地挤压自由竞争阶段的同业经营者生存空间。 因此,在数字景观中,数字化市场的自由竞

争仅仅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泡影,“在网络效应的影响下,垄断的趋势是建立在平台的 DNA 上的” [6]106,没
有在“数据—流量”这一经济模式中取得优势地位的平台会在迅速成为头部平台垄断扩张的牺牲品,数
据、算法和流量成为垄断平台把控市场的权力密码,更多的数字资源被少数垄断平台和资产阶级所掌

握,市场要素分配、剩余价值剥削、贫富差距等问题愈发严峻。

(二)政治悖论:民主与专制

赖特·米尔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指出:“美国当前的民主主要是形式上的,以及对民主期望的修

饰。 而实质上与实践中,常常是非民主的,在许多制度领域,这已是再明显不过了。” [7]204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德波指出景观作为一种隐秘的政治统治工具,“具有统一和集权的性质” [8]4,资产阶级借助

景观维持的正是一种表面上看似民主、实则充斥着控制与专制的政治生态。 这意味着景观发挥着一种

宣扬形式民主和修饰民主期望的作用,为资产阶级实施控制与专制提供了现实土壤,从而实现“对少数

个人利益(主要是资产阶级个人利益)的保护” [9]165。 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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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景观则“演变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为那些试图扩大数字资本主义势力

范围的人提供了一把利剑” [10]92。 在数字景观的总体性表象下,景观民主披上了数字化、信息化与网络

化的外衣,大众的民主权利似乎得到了更多保障,看似拥有了更多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监督权,权利

的行使也更加高效便捷。 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只是一种在数字景观遮蔽下表象化的伪民主,是资产阶级

在数字时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所采取的策略性民主,其目的在于实现一种隐蔽而不自知的政治服从,进
一步加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数字专制。 这主要表现为:首先,通过利用数字景观的监控智能化特

征,资产阶级统治者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福柯式的全景式监狱,实现了对民众更加直接高效的监管和控

制;其次,资产阶级统治者借助数字景观巧妙地转移社会矛盾,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令人眼花缭乱、目
不暇接的网络视觉奇观中,沉溺于信息化营造的符号洪流之中,从而进一步控制舆论走向;再次,资产阶

级统治者借助数字景观加强政治推销,通过制造数字媒体奇观,政治公众人物将自己塑造成为数字景观

中的一部分,以此向公众推销自己,进而达成自身的政治目的;最后,资产阶级统治者借助数字景观进一

步集中权力、强化等级制度,在网络空间这个看似民主的新型公共领域之中,话语权实则愈发集中到在

数字景观背后进行操纵的资产阶级统治者手中,进一步强化了等级秩序在网络空间中的建构。 这些都

表明,“所谓的‘西式民主’只不过是资本家打着‘民主’的旗号,借助大数据操控社会大众的工具” [11] 。
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真实目的在于通过伪民主的手段,将更多的人纳入数字专制范围之内,从而进一步加

强和扩大其政治统治。

(三)文化悖论:多元与单一

在德波看来,景观作为一种杰出的意识形态,致力于“对真实生活的穷困化、奴役和否定” [5]136,是资

产阶级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统治的重要手段。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景观进一步以电子屏幕为中介,
爆发式输出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使得互联网用户和数字消费者被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

形态统治策略所裹挟。 从客观层面上看,数字时代确实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大繁荣,促进了文化的交

流和传播,推动着人们的思想和理念更加自由开放。 在数字景观的总体性表象之下,人们似乎生活在一

个充满多样性、多元化的自由、开放、丰富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 而这种文化的多元繁荣与思想的自由

开放只是资产阶级借助数字景观的表象化展示,其借助文化渗透与价值规训塑造“单一化”“单向度”的

文化样态,才是数字景观文化意识形态统治的真实目的。 一方面,在数字景观中,资产阶级统治者可以

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监控,实现对数字用户的个性化驯化,进而培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拥

护者;另一方面,面对每天被推送的海量信息与知识,数字用户习惯于相信眼前看到的就是好的、真实

的、正确的,人们对呈现在眼前的数字图景习惯于抱以肯定和顺从的非反思态度。 长此以往,个体的反

抗意识和批判精神会在数字景观万花筒的麻醉中逐渐被消解。 当数字用户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拥

护者和无思状态的肯定者时,这就意味着受虚假意识支配、丧失本真意义的欲望主体就此生成。 这种虚

假意识和伪欲望表明个体所表现出来的需求和欲望并不是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而是被数字景观所操

纵和支配的结果。 在这一过程中,数字资本权力作为“一种无所不在、潜移默化和毛细血管式的规训权

力” [12] ,使得个体不断通往“焦土地带”。

(四)社会关系悖论:融合与分离

在德波看来,景观是以图像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景观关系中纯客

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掩盖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特征” [5]10,资产阶级则可以借助这一点来

加强对社会关系的操纵和控制。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景观的秩序建构和日常生活展演把人们纳入

一个个虚拟共同体之中,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即时性和地域性使得社会交往成本急剧降低,人们

的日常生活交往和社会联系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加便捷和密切。 这在客观层面极大地推动了

人们社会关系的广泛融合,前数字化时代具象的面对面社交正在被抽象化为电子屏幕前数字用户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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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网络消息。 一方面,这种网络消息以即时的、符号化的、会意的方式将人们融合于一种想象的共同

体之中,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和社会联系;但另一方面,这种交往和联系所带来的融合更多只

是量上的增加,而非质性上的超越。 因为这种融合本质上是原子的、分散的、随机的、浅薄的、易瓦解的,
在数字景观的粉饰和遮蔽下,这种融合会在无意识之中走向自身的反面,带来更深度的社会分离。 这种

深度的社会分离表现在多个层面:首先,它意味着主体自身同一性的分离,由于数字景观所编织的社会

关系网络带来了主体地位的丧失和个体本质的遮蔽,主体将逐渐丧失人之为人所应建立健全的内在同

一性;其次,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分离,这种以电子屏幕为中介的交往,将人们塑造成为一个

个戴着装饰面具的“游戏玩家”,将哈贝马斯意义上理想化的社会交往活动降格为虚幻的、表象化的、非
发展性的伪交往活动;最后,它还意味着主体日常生活本质的分离,在数字景观的现实统摄之下,人们的

日常生活在更加高效便捷、丰富多彩的同时,却也丧失了其应有的内核与本质。 真实的体验、感悟、享受

与热爱逐渐消解,而缺憾、浅薄、冷漠与孤独正在弥漫成一种主流。 日常生活的意义在数字景观所编织

的幻象世界中被逐渐磨平棱角、渐行渐远,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日常生活集体空间被扁平化和原子化为一

个个孤独的深井,其中漂浮着一个个无根的数字主体。

三、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路

数字化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以数字化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既是顺应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客观需要,也是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依靠数字化推进高质量发展、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 不同于西方的数字资本主义进路,我国数字化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体系为导向,始终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大力推进“数字中国”这一核心

战略引擎建设,“将现代化规律与中国国情深度结合,清晰回答了中国何以现代化的路径之问” [13] ,走出

了适配本国国情、彰显时代特质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这种以数字化为驱动的中国式现代化遵循全面

系统的发展思路,从数字经济、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数字文化和数字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方面

整体推进。

(一)以数字经济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根基

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立足以人民为中心,服务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物质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居于决定性地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14]591。 在数字时代,经济建设依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环节,并且这

种经济获得了数字化的表现形式,以数字经济的新面貌与传统的实体经济一同致力于高质量发展这一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从现实发展来看,“数字经济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

联系,数字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抓手” [15] ,“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特征” [16] 。 我国数字经

济在党的领导下,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数字技术实力为基础,遵循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同富裕的价值

理念,“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共享社会发展福利” [17] ,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 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出大量新兴产业,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数

字信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和普及,推动了数智化、智慧化生产生活的全面普及。 这些新兴产业极大带动了

创新创业,“通过扩大就业岗位、缩小收入差距、优化产业结构等途径促进共同富裕” [18] 。 同时,数字经济

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需要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数字技术体

系。 另一方面,我国在培育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传统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转

型,不断形成数字经济新动能新优势,“推进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19] ,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我国

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83·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2025 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再创新高。 根据 2026 年

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 年)》,我国算力规模位列全球第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10. 5%,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80. 1%,移动支付、数字信贷位于世界前列。 持续完善数字乡村建设

体系,中央财政拨款支持建设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物流配送中心以及乡村电商和快递服务站点,拼
多多、抖音等主流电商平台积极助力农特产品销售,打通农产品销路,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多渠道赋能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 由此可见,数字经济有助于我国更快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在发

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要做到“既保持市场活力又维护社会公平,既促进技术创新又防范系统性风险,
从而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实现有序发展” [20] 。

(二)以数字民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场域

我国数字化治理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当下,数字化全面融入

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数字政府

建设意味着,在现代计算机、网络通信等技术支撑下,政府机构日常办公、信息收集与发布、公共管理等

事务将在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环境下进行。 “基层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在基层治理领域的扩展” [22] ,通过数字民主的方式进一步彰显人民民主,成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一方面,建设数字政府,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开放,打造“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

政务服务模式,有助于实现政府办公自动化和政府信息实时共享,克服传统行政方式中僵化刻板、大包

大揽的官僚作风,确保行政高效透明和精准公共服务,有利于加强政府内部的民主化建设;另一方面,数
字政府作为民主治理的重要载体,能够积极“推动数字资源的平等均衡配置” [23] ,“促进社会参与者的

多元互动与协作” [23]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并行使更多的民主权利。 比如,人们可以随时在各级政务

平台上查询政府信息、通过“学习强国”和各类官方媒体电子平台了解国内外最新资讯、参与电子化民

意调查和社会经济统计、通过电子化平台建言献策、参与电子选举等。 这种数字化治理通过技术化手段

“将人、事务、数据、流程等联结起来,使现实空间和数字空间有效接榫和贯通融合” [24] ,推动民主贯通于

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使得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能够体现人民意愿、听到人民声

音,从而进一步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近年来,我国数字民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数字政府在线服务指数保持全球领先,全国 90%以上政

务服务网上可办,各地积极打造智慧政务模式,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体系,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例如内蒙

古自治区的政务云网建设,统筹 28 个政务云中心,服务 500 余个业务系统,横向接入 9
 

000 多个各级政

务网络使用单位,纵向覆盖到村,实现基层“一表通”,覆盖 4
 

000 余个部门,显著提升当地基层治理效

能。 这表明,我国数字化民主实践“在守好‘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顺应了新时代中国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精准诠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要义,满足了人民追求美好政治生活的时

代召唤” [25] ,为“数字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政治保障。

(三)以数字文化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精神内核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所推进的共

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富裕,而且是精神生活以至全部生活的全面富裕。” [26]67 其中,文化作为一

种软实力和精神力量,正是实现精神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 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大力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传承弘扬包括悠久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昂向上的革命文

化以及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优秀主流文化。 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创新主流文化传播

形式,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另一方面,以数字化赋能文化创作,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创作出

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 近年来,国产电影《哪吒》 《姜子牙》 《大鱼海棠》 《齐天大圣》的热

映,电脑游戏《黑神话:悟空》的一鸣惊人,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推出的数字化体验,无不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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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文化的蓬勃生机与广阔发展前景。 由此可见,数字文化不仅作为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方

式,更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全新业态,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提升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途径,为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内在发展动力。
近年来,通过数字化赋能文化发展,我国文化成果在数量上更加丰富繁荣、在质量上更加精益求精、

在传播途径上更加多样便捷,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文化传承方面,文物数

字化、古籍数字化与数字技术赋能考古和文物修复等领域涵盖多领域、多层次的丰硕成果;在文化创作

方面,网络文化创作不断增长,用户规模不断壮大,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网络视听作品;在文化产业方面,
云音乐会、云展览等文化新业态占比提升,线上文化消费丰富多样,数字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态势显著;
在对外输出方面,我国数字文化产品海外影响力增强,文化贸易模式升级,形成了从知识产权(IP)到平

台,再到产业链输出的新特点;在网络空间文明交流互鉴方面,《中国联合展台在线平台》 《丝绸之路数

字遗产与旅游信息服务平台》等为各国文化交流拓展了渠道,推动各国文化交流更加深入广泛。

(四)以数字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现代化价值诉求

数字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数字领域的具象形态,我国以数字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现代化价值诉求,积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自古以来便崇尚“和合”、推
崇“集体”的道德传统和价值理念,其深刻底蕴持续浸润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随着 21 世纪进入新时

代,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追求建设和谐世界” [26]93,依然始终承接“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的价值指向,秉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情怀,立足于全球视角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在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了更加丰盈的表现形式,可将这种基于

数字化手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核的新型共同体称之为“数字命运共同体”。 这种“新”主要体现在形

式和手段,因此,数字命运共同体依然归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畴之下,“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一个重要方面” [27] ,肩负着推动世界历史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趋势前进的责任。 数字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彰显了马克思人类共同体思想与当代数字技术的互构互诠逻辑,是马克思人类共

同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28] 。 积极推动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要不断完善全球数字治理规

则体系,制定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破除数字霸权和数字鸿沟,推动技术开源与合作研发,促进数字技术

普惠共享;建立全球数字安全合作机制,保障全球数字安全,规范数据治理;深化数字文明交流互鉴,搭
建国际数字文化交流平台;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构建开放透明的数字市场,“促进全球共享数

字化红利” [29] 。 这些举措事关全球数字合作的体系搭建、数字经济的共同繁荣以及数字文明的交流互

鉴,有助于形成全面、坚实的全球数字关系网络。
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遵循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指向,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数字赋能

外交的方式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推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基于数字命运共同体搭建更多国际数字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

的大国关系格局;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建设开放型经济,加强同各国的数字战略合作,为全球发

展注入不竭动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通过数字化赋能让国际社会更加便捷高效地共享治理良策,
切实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社会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

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26]123,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新的数字活力和数字动力” [30] 。

四、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景观社会的超越

通过对比数字时代西方现代化的景观策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路,可以发现,两种现代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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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蕴藏的实质分别为资本逻辑与人本逻辑。 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经济垄断、政治专制、文化

单一与社会关系分离,是根源于金钱至上、物质主义等资本逻辑在各个领域作用的一系列现实反应。 这

种“单纯从商品生产和财富增殖着眼的‘物本主义’,忽略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社会关系在经济中的

重要意义,忽略了经济与伦理、社会、政治的整体性问题” [9]181-182。 而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则
实现了人本逻辑对西方资本逻辑的全面超越,“它所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

观、生态观,及其背后呈现的实践合理性、关系思维、共同体思想,不仅表明它对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的

积极占有,更表现出对其的历史性超越,展现了建构性文明的特质和新文明形态的样貌” [26]190。 可以

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可永恒持存之逻辑运行

中根本矛盾的彻底超越,是社会主义式的现代化解决方案” [31] 。 具体来看,以人本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

越为核心,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景观社会的超越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以人民为中心对以资本

为中心的超越;人民当家作主对统治阶级专制的超越;文化自信对价值规训的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

社会内在分离的超越。

(一)以人民为中心对以资本为中心的超越

当代西方景观社会所映射出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和发展逻辑是以物质和资本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作

为资本的人格化载体而存在。 “在西方现代化条件下,资本是用‘物’的外壳、等价交换的抽象价值形式

掩盖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 [26]255 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自始至终

“所要追求的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最终

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 [26]63。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中国式现代化拥抱数字技术、推进数智

融合,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

字在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的赋能作用也日益凸显,数字生产力在多领域激发了数字新业态发展动

能” [32] 。 更多社会群体融入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生产生活体系,就业机会和收入显著增加,物质生

活水平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人们通过接入互联网,进一步丰富了日常精神文化生活,有助于实现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此外,我国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摒弃资本逐利的单一导向,积极鼓励和

支持非资本属性的共享平台的搭建,例如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中国科技网等,这些数字平台不是

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以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生产生活为目标。 可以说,与西方资本主义景观社会所依赖

的资本逻辑不同,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在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积累的过程中,始终贯穿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人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底色,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

下,能够“驾驭住资本,防范资本无序扩张” [13] ,将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经济发展和现代

化建设的根本遵循,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对以资本为中心的超越。

(二)人民当家作主对统治阶级专制的超越

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在不同层次上逐步与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接轨,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

在现代政府统治和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彰显。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来说,
“区别于过去资本逻辑的‘血雨腥风’,当代资本逻辑日渐穿上民主、自由和繁荣的外衣,妄图更好地突

破逐利束缚,满足其贪婪本性” [13] ,而数字景观的日常生活布展便为其加强专制统治、推行伪民主策略

带来了便利。 反之,我国则将这种接轨作为一种机遇,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落实人民当家

作主的本质要求。 与西方资产阶级统治者利用数字景观实施监管和控制、转移社会矛盾、加强政治推

销、进一步集中权力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加快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建设,以数字化为中介和平台进

一步彰显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确保人民依法通过民主协商高效

参与国家治理、社会事务及经济文化建设。 与传统地理空间政治公共领域相辅相成,网络空间政治公共

领域的构建使国家政治生活更加日常化和亲民化,使人民能够更加便捷地了解国家政治事务、监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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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积极建言献策,有效融入国家政治生活当中。 如果说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是围绕少数

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运作,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那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

主则始终以全体人民的根本福祉为核心奋斗导向。 在数字时代,中国共产党依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
数字化为中介和平台广泛倾听人民意见、集中人民智慧、接受人民监督。 这不仅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数字

专制统治的超越,更有助于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促进我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

标的实现” [33] ,建设更高水平的民主政治。

(三)文化自信对价值规训的超越

与西方资产阶级借助数字景观的日常生活展演,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达到价值规训的目的不同,中
国式现代化则抓住数字时代的历史机遇,使得“数字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高效便捷条件,其不仅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还促进了文化内容的创新和再

造” [34] 。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以数字化赋能文化发展,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立足

中华民族历史积淀和当代实践创新” [35] ,引领当代中国人民“在增强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中进一步创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 [35] ,以新技术、新形式促进优秀主流文化的传播与发扬,创作出

更多与时俱进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作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培育人类文明新形态。
正是这种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以及伴随历史发展而不断衍生出的各种优秀文化,成为中国人民坚定文化

自信的力量和源泉。 近年来,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的文艺作品蓬勃涌现,并收获广泛社会反

响与市场口碑,例如 2025 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作品《哪吒之魔童闹海》。 这部作品并不单纯标志着一部电

影的成功,其背后更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力以及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将传统文化与数字

技术相结合的创新创造能力。 这一切都植根于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而这又将进一步提升中

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以及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反观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则擅长通过塑造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来传播其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试图在

全球推行文化渗透与意识形态输出的隐性霸权。 现实证明,面对数字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发

展过程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中华民族用其独有的文化自信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规训的超越。
这种文化自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精神支撑” [36] ,有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不断提升国家

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与时俱进,助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社会内在分离的超越

在数字景观的日常生活展演和整体统摄之下,主体内在同一性的分离、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分离

以及主体日常生活本质的分离都表征着一个内在愈发分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 这种分离意味着人

的主体性持续消减,其背后的资本逻辑将人从特殊的商品进一步降格为漂浮在虚拟空间中的数据商品。
而“中国摒弃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固有视域,将注意力转向追求人的发展即人的现代化” [37] 。 因此,中国

式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讲,人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人的主体性突显的过程” [38] 。
对此,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构建始终坚守人的主体地位,将维护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

数字时代大国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其背后体现了我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和决心。 作

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明我国积极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世界各

国互利共赢,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这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制造社会内在分离的现实超越。 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文明不是某个或某些国家独

有的文明,而是人类共同创造和拥有的文明” [39] 。 因此,从全球视角来看,数字化的发展应该更好地促

进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应该推动世界各国人民更紧密地联系和团结,应该更有效地治理

和解决全球生态问题,应该充分保障民众的数字权益、维护社会数字正义,应该提升全人类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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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幸福感,而这些都是推动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和追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

义。 “作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其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应对

全球性难题与化解全球性危机贡献了中国智慧、展现了中国力量。” [40]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以中国式现

代化为桥梁和纽带,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人类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结起来。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紧紧

把握数字时代的历史机遇,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朝着这一目标大步迈进,“以‘人类文明

新形态’界定现代化的未来向度与普遍关怀” [41] ,不断向着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而奋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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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capitalism
 

has
 

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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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e
 

spectacle
 

strategy
 

in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is
 

further
 

manifested
 

in
 

the
 

order
 

construction
 

and
 

daily-life
 

performance
 

of
 

digital
 

spectacles.
 

Such
 

digital
 

spectacles
 

embody
 

paradoxes
 

of
 

freedom
 

versus
 

monopoly,
 

democracy
 

versus
 

autocracy,
 

pluralism
 

versus
 

monolithism,
 

and
 

integration
 

versus
 

separation
 

at
 

th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relation
 

levels.
 

In
 

the
 

digital
 

age,
 

China
 

has
 

blazed
 

a
 

distinctive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y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
 

whole
 

in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digital
 

economy,
 

digital-technology-enabled
 

whole-process
 

people ’ s
 

democracy,
 

digital
 

culture
 

and
 

the
 

digit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hina
 

has
 

achieved
 

transcendence
 

over
 

the
 

Western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which
 

is
 

centered
 

on
 

the
 

logic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with
 

the
 

people-oriented
 

development
 

logic
 

as
 

its
 

core.
 

This
 

transcendence
 

is
 

concretely
 

reflected
 

in:
 

the
 

transcendence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over
 

capital-centered
 

development;
 

the
 

transcendence
 

of
 

people
 

being
 

masters
 

of
 

the
 

country
 

over
 

the
 

autocracy
 

of
 

the
 

ruling
 

class;
 

the
 

transcenden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over
 

value
 

discipline;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ver
 

internal
 

social
 

fragmentation.
 

At
 

present,
 

upholding
 

this
 

transcendence
 

that
 

demonstrate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engths
 

helps
 

China
 

drive
 

modernization
 

through
 

digitalization,
 

and
 

carrie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a
 

“Digital
 

China”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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